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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按照应得是否具有坚实的基础，应得可以划分为自然的应得、行动的应得
和规则的应得三种基本类型。自然的应得属于直接断言的应得，主要表达人们的道
德态度和道德评价。行动的应得以主体有目的的行为为基础，涉及行为后果和个人
责任的判定。行动的应得能够构成对平等主义的真正批评。规则的应得和行动的应
得相互交织，但规则的应得其根据来自于 “在先”的规则，表达的真实意义是资
格。以有无基础为标准而划分出的应得类型可以增加概念的清晰性，有助于澄清日
常语言中各种应得概念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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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应得: 正义的维度” ( 项目编号: 14JJD720023)、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功利主义正义观研究” (项目编号: 13CZX076) 的阶段性成果。

在当代各种正义理论中，应得 ( desert) 正义是平等正义的挑战者。然而，在日常语言
里，应得概念的类型繁多复杂，如道德应得、惩罚性应得、经济应得、责任应得等，有些假
冒的应得 ( 米勒，2001: 147) 也被冠以应得的名义。应得语义的泛化模糊了正义理论中真
正的应得与其它应得之间的界限。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对应得的概念应该做出类型学区
分，以此来判别何种应得能够构成对平等主义的真正挑战。以有无真正的基础为标准，本文
将应得分为自然的应得、行动的应得和规则的应得三种基本类型。

一、自然的应得

“自然的应得”指人们的某些应得是无条件的且符合道德直觉。自然的应得没有基础，
但在很强的意义上仍能表达应得的意义。在应得的理论研究中，为了分析应得的基础，思想
家一般采用 “S 根据 F 而应得 X”的逻辑形式来表达应得判断 ( Feinberg，1970: 130;
Miller，1999: 134—135) ，其中，F为应得的基础。F 内在于主体之中，并且 F 在 S、X 和
自身的三元关系中来解释。 ( 参见王立，2017: 55—56) 通过追问应得的基础 F，人们就能
够判别应得的性质。因缺乏 F而直接形成的“S应得 X”的道德判断就属于“自然的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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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如下四个例子来分析自然的应得所具有的特征及其存在的理论问题。
第一个，S1 为他的假期旅行做了长时间的非常精细的准备工作，在假期他应该得到一

个较好的天气去旅行; 第二个，S2 生活在H市，由于H市经常性的雾霾且 S2 对雾霾又有严
重的过敏，他应得清新干净的空气; 第三个，S3 在村民中素来享有较高的威望，而且大家
都认为他有很高的德性，因此，S3 应得幸福; 第四个，S4 在其生活工作中经常性地遭受到
许多困难和挫折，运气不好、疾病缠身，S4 应得较好的幸运。
这四个应得判断表达了有关应得的不同道德意义: 第一个事例表达的是有关奖励与惩罚

的道德评价; 第二个事例表达的是人们应得某些必需善的道德判断; 第三个事例表达的是

“德福相配”的道德要求; 第四个事例表达人们应得某种补偿性的道德期望。如果用 “S 根
据 F而应得 X”的一般形式来分析这四个应得判断，人们就会发现它们均缺乏关键的部分
F，仅具有“S应得 X”的形式。
按照有无基础的标准，缺乏基础的应得不是真正的应得。直接断言某人应得什么的确没

有真正的根据，并且这样的应得似乎也缺乏道德力量。但是，自然的应得在道德语言的使用
中并没有受到人们的太多质疑和批评，相反，在很大程度上，人们认为它同样具有较强的道

德力量，原因在于应得是一种自然的道德观念 ( Feinberg，1970: 56) 。
应得自古典社会以来就是一直在实践的正义观。在古典社会，人们把德性作为其主要内

涵就已经显示出应得与道德价值的一致性。德性突出的是内在善，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内在价
值。体现这些内在价值的应得本身就是 “好的”或 “善的”。当人们说某人应得什么的时
候，表达的最直接的意义是主体自身的某些东西就具有内在价值。从内在价值的 “好”会
直接产生有关应得的道德判断。
就应得与内在价值的相关性来说有两种: 一种是直接性的; 另一种是间接性的。与内在价

值直接相关的应得称之为“基本应得”，它直接体现人们赞成与反对的道德态度。第一个事例
表达的意义就在于此。就是把与内在价值间接相关的应得称之为“派生性应得”，它以基本应
得为基础。基本应得在所有应得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是直接以内在价值为根据的应得。针对
该特点，人们指出基本应得不是以人们行为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为基础，而是仅仅因为表扬或责

备他们是合理的，因而他们应得这些表扬或责备 ( Elzein，2013: 213) 。就此而言，基本应得
不依赖其它条件，而其它类型的应得都应该直接反映出“内在价值的好”这一基本判断。
然而，在以市场经济为背景制度的前提下，内在价值无法体现市场变化的特征，因而也

无法同分配正义关联在一起。分配份额与道德价值无关，这正是罗尔斯的基本想法。 ( 罗尔
斯，2009: 244) 罗尔斯由此批判古典的应得观，即德性之为幸福的正义主张。我们不用在
此重复罗尔斯的观点，仅需指出一点就可以足以说明罗尔斯对这个问题的误解: 道德应得和

经济应得的混淆。德性作为内在价值的应得，对应的是幸福而不是财富和收入。霍卡明确指
出: “罗尔斯批评的‘德性之为幸福’的主张，就像那些批评者早已指出的那样，那不是真
正的持有经济应得的保卫性观点。这是因为通过混淆应得的不同类型，罗尔斯的分析明显忽
略了费因伯格的观点。人们基于德性的应得不是金钱而是幸福; 使人们应得金钱的不是德性
而是贡献和努力的那种工具性品质。” ( Hurka，2003: 59)
德性作为内在价值无法衡量，同样，幸福也无法衡量。德性与幸福的一致对于人们来

说，不是表达一种精确的数量，而是表达一个人最基本的道德态度和反应态度。由此我们回
到前面列举的第三个事例，即某人因其德性而应得幸福的主张。没错，按照 “S根据 F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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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X”的要求，德性的应得没有基础。但是，人们并不会去追问为什么有德的人应得幸福，
也不会去追问德性应得其幸福的基础，而直接把它看作是奠基于内在价值的道德信念上。
对于补偿性的应得来说，我们同样无法用一般的分析形式来确定其基础在何处。但是，

我们依然使用应得来表达我们的道德态度。人们的生活的确会存在很多不幸，而且，这些不
幸同这个人本身没有任何内在关联，仅仅因为其运气等缘故。如果说人们认为他不应得这些
不幸，而这些不幸同这个人自身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那么，又是什么原因或理由认为他应

得那些对不幸的补偿呢? 这种应得只能是来自于直觉的补偿性道德信念。所以，基础的缺失
似乎并不影响人们对主体应得什么的道德判断。
现在我们来分析第二个事例所体现的应得。乍一看，第二个事例恰恰是费因伯格所极力

批评的应得。人们经常性的将需要错误地运用到应得上面。在他看来，“人们应得清新干净
的空气”真正应该表达的是“人们需要清新干净的空气”。当人们刻意使用应得来表达看似
属于需要性质的善的时候，实际上是要强调这些善的获得不受任何条件限制。这同需要具有
相似性，即需要也是不依赖任何条件而应该满足。但是，应得的条件具有对应性，它相对于
有条件的应得而言。斯迈兰斯基 ( Smilansky) 对此有过一个解释。他认为类似于清新空气
这些善，人们之所以主张应得是因为雾霾并不是由他们自己造成的，与责任无关，所以它才

属于自然的应得。( cf. Smilansky，1996: 159)
为了澄清自然的应得与责任之间的关联，斯迈兰斯基把应得分为底线应得 ( baseline

desert) 和非底线应得。 ( Smilansky，1996: 159) 两者的分界线在于责任。底线应得属于不
用承担责任的应得，或者说，它是与责任无关的应得。非底线应得自然涉及到责任。对于人
们的基本需要来说，这些需要所对应的善从应得的角度来表达，它们就属于底线应得。因
此，当涉及到人们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的善，并且这些善的获得同个人的责任没有直接性的关

联时，底线应得的概念就会呈现出来。
对于上述那些直接性的应得，在人们的道德信念中，它们自身就具有特定的内在价值，

不再需要所谓的基础，而是被人们视为自然的应得。没有基础的自然的应得表达了人们对某
些应得的直觉性信念和应该如此的道德判断。在一定意义上，自然的应得也许并不像人们担
心的那样因为无基础而无意义，它在道德语言的构成和使用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二、行动的应得

相对于自然的应得，行动的应得似乎争议较少。一个人应得其行动而来的后果，这是最
自然不过的事了。人们说某某人应得什么，更多的也是根据他的行动结果来判定。行动的应
得比起其它形式的应得有着坚实的基础。但是，行动的应得所面临的理论问题并不比自然的
应得少，相反，它因为牵涉到更加基本的道德哲学问题而争议更多。例如，这个人的行为是
自愿的还是被迫的，造成的后果是主体认识到的还是无法控制的等。
行动的应得同自然的应得既具有相同的一面，都不依赖于任何类似法律或准法律的规则

而形成应得，又具有不同的一面，自然的应得同个人的责任无关而直接表达某种道德意义的

应得，行动的应得则是建立在主体行为结果的基础上并以主体是否负有责任为标准。质言
之，行动的应得可以简化为以责任为依据的应得。
行动的应得显然脱离了自然的应得的那种直接性而将自己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这也是

费因伯格为什么要采用 “S 根据 F 而应得 X”这样的分析形式之原因所在。在人们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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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应得能够被归因为以某些人拥有的特质为基础或者以某些人做过的事情为基础……这
意味着应得是以主体过去的行为或主体自身的某种内在特征为基础”。 ( Cleinig，1971: 75)
把基础 F建立在个人的行动上，实际上也是把责任嵌入到应得的基础之中。但是，责任是否
应该进入到应得的基础之中是有待争议的问题。
一方面，有些行动的应得并不涉及责任。对于某些行为而言，即使是缺乏责任，但它同

样不影响有关应得的基本判断。例如，我丢失了一本书，我承诺谁拾到了书我就给谁报酬。
假定你很偶然地拾到了，那么，你就应得我给你的报酬。在这一个事例中，无所谓责任问
题，也无所谓决定论下的你是否应该负责的问题，你仅是偶然地拾到了书并应得报酬。
( Feldman，1996: 168) 在这个事例中，责任与行为之间的关联既不直接也不紧密。
另一方面，即使责任在应得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其作用是基础性还是非基础性的也没有

定论。换句话说，责任是应得的必要基础抑或仅仅是应得的一个条件呢? 如果责任是应得的
一个条件，由此面临的理论问题是责任作为应得的条件是否合理。如果是应得建立在责任的
基础上，即责任是应得的必要基础，它就表明所有的应得只有体现责任的应得才是真正的应

得。如果是这样，人们会追问在什么情况下主体应该为其行为负责呢?
一般来说，个人为其行为后果负责应满足三个必要条件: 首先，行为是自愿的。在一种

现象描述上，行动和身体的行为应该一致。我们经常没有区分地使用行动的应得和行为的应
得，实际上两者有着巨大差异。行动往往体现主体的目的性，强调的是自愿，而行为有可能
是在特定情形下的身体或生理反应，缺乏行动那种 “自愿”的性质。如果人们在实施行动
或行为时都在不自觉地强调自愿，那么，二者可以互换，反之则不可。自愿表明你的行动不
是出自于外在的压力所致，而是你自己意愿的自由行为。本文使用行动的应得即出于此意。
其次，行动要有目的。个人的行为应该是“有意识”和 “有意愿”地去做，“有意识”

和“有意愿”表明了 “主观目的”的 “在先性”。目的保证了行为的连续性和一致性，依
据目的的行为才称之为行动。例如，A吩咐 B去做某一件事情，在主观意愿中，B可能并不
那么心甘情愿。然而，在接下来的行为中，B 却自由地做这件事情，而且，在此过程中，B
一直沉醉于其中并做得很好。对于这种行为，到底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似乎没有明确的
结论。但是，加入目的就有可能区分清楚。如果是在接下来的行为中，B为了展示自己的能
力而把事情做得很好，人们可以说他是自愿的。如果他本人出于真正的不自愿，他可以很敷
衍地做这件事; 如果他慑于 A的报复而必须做得让 A满意，这也能够表明他是非自愿的。
最后，行动必有结果。不管结果是利益还是负担，结果都应该与主体的原初目的内在一

致。这里面存在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没有实现主观目的的行动。例如，人们的行为是自愿
的，主观的目的也明确，但是，无论个人如何努力，其预定的目的也没有实现。人们不应得
“失败”的结果。第二种是结果与原初目的不相符合。例如，主体 S的原初目的是想实现 A，
但是，在实际的实践中，因为环境或人的因素超出了他的控制范围，结果阴差阳错地实现了

不曾意想的目标 B。S不应得 B。第三种情况是第二种情况的升级版，即主体 S 原初的目标
是实现 A，但是，因为运气的缘故，主体 S实现了目标 A +。目标 A +比原初的目标 A显然是
更好的结果。S也不应得 A +。
就道德理由的强弱程度来说，第二种和第三种应得理由较强，而第一种应得理由较弱。

虽然存在强弱差别，但它们在本质上相同，即后果应该与主体的行动目标具有一致性。然
而，这三种情况均因为结果与目标不一致，结果超出人们的预期，脱离了人能控制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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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问题是人能控制的范围属于模糊的表述。人们原本力图使用人
能控制的范围表示主体对其行为涉及到的相关情况都有充分的认知，并且能够对环境等因素

进行有效的控制以判定责任范围。显然，这种主体被赋予了较高的理性、完全的认知和判断
能力，是一种理想的道德主体。这表明人根本无法做到那种完全的自由选择，个人也就不可
能真正的最终的为其行为后果承担道德责任。( Strawsom，1999: 114)
问题是即使人能控制范围的含义比较清晰，人们也会面临明显矛盾的问题: 在有些事件

中，行为主体无法阻止随之而来的后果，他不用为这些后果承担道德责任; 但在有些事件

中，他却应该为这些后果承担道德责任。例如，火车司机知道他的选择只有左道或右道，那
么，即使是选择左道或右道所造成的任何结果，人们定会认定火车司机不应该承担责任。现
在假设火车司机面对的不是简单的两条道而是可供选择的好几条道，人们会认为他应该承担

相应的责任。本质上，他的选择都是决定论下的选择，只不过一个是无选择，另一个是复杂
的多项选择，为什么判定不一样呢?

这些分析和解释所呈现出来的问题最终都会回到有关责任的元伦理学问题: 自由意志和

决定论。一般来说，大多数人主张自由意志和决定论相容。在他们看来，人和动物都有第一
等级的欲望，但人和动物不一样，人有思维和选择的能力。动物只能直接按照第一等级的欲
望去做，而人会对第一等级的欲望权衡或拒绝后去选择第二等级的欲望。 ( Frankfurt，1999:
125) 人有选择的能力，但人在多大程度上是自由的和被决定的，这存在不同的看法。它决
定了人们在具体分析个人责任所必须构成的要件时所持有的宽松和严谨的尺度。但是，无论
怎么说，人们还是认为人应得其行动的后果，在道德意义上，人已经被视为具有自由选择能

力且能够承担道德责任的行动主体。

三、规则的应得

规则的应得是制度的应得之广义称谓。制度的应得假定了人们的应得依赖于法律或准法
律的规则或制度。( Cleinig，1971: 71) 所谓制度是指 “人类活动的任何正规的模式，人们
在其中被给予要去完成的任务，被鼓励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行动，被指派权利和职责，等

等”。( 米勒，2001: 151) 人们在使用制度的应得时并没有将制度局限在法律体系等层面，
而是包括像竞技体育的规则和公共荣誉的体系。这就如同公司、官僚机构和学校，我们会很
自然地把它们当作制度的东西一样。因此，只要这种应得的根据来自于已经被先在给定了的
规则，这种应得就属于规则的应得。规则的应得与行动的应得在语言表达上高度相近但基础
不同。通过两组对比性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的本质性差别:
第一组: A: 主体 S1 因为画画好而应得赞誉。

B: 主体 S2 因为画画好而应得第一名。
第二组: A: 主体 S1 因为电脑打字快而应得喝彩。

B: 主体 S2 因为电脑打字快而应得打字竞赛的一等奖奖金。
两组对比性的事例都是关于主体的应得且极其相似。从形式上看，行动的应得是 “主

体 S根据 F而应得 X”; 而规则的应得是“主体 S根据 F而应得 Ｒ的 X”。虽然两者形式上的
差别在于构成成分“Ｒ”，但两者表达的意义绝对不一样。在每一组的 A类型中，主体 S1 应
得的赞誉和喝彩，其根据都来自于主体自身的行动。而在 B类型中，主体 S2 所应得的第一
名荣誉和一等奖奖金，其根据在于法律制度、竞赛规则、标准等“在先”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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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人们会追问，在上述 B 类型的应得判断中，所有的应得都与个人行动相关，为什
么 A判断的根据在于行动而 B 判断的根据在于规则呢? 在语言的表述中，A 和 B 的应得都
来自于主体的行为后果，B似乎只是多了关于后果的具体规定。第一组的事例能很好地说明
两者的不同。仅就画画本身来说，只要它体现了画画的内在的 “好”，S1 和 S2 均可使用
“应得赞誉”。但画画好而应得第一名的荣誉则仅适用于 S2，因为 S2 的画画是在竞技比赛规
则下得到的“好”。问题就出在这里。如果行动的应得和规则的应得一致时，即当 S2 的绘
画好和一等奖荣誉相称 ( fitting) 时，两者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当 S2 的绘画好和一等奖
荣誉不相称时，S2 所依赖的规则意义就被凸显出来。
但是，在人们的潜意识里，规则的应得往往决定行动的应得。第一，在适当的制度付之

阙如的情况下，就不可能存在据称是人们应得许多利益。 ( 米勒，2001: 152) 例如，除非
存在诸如像奥林匹克比赛这样把奖章发给成功的运动员的制度，否则就不能说谁应得运动奖

章; 除非有一个军功制度，否则就不能说谁应该得到勋章。更进一步说，如果没有这些在先
的规则，人们就不会采取与之相关的行动。规则的目的似乎引导着人们的行为。
第二，主体的行为后果 ( 人们也称之为业绩) 之所以有资格成为应得的基础，前提是

存在与这种业绩相关的制度和规则。例如，我在电脑上打字速度特别快，我每分钟能准确无
误地敲下 900 个键，比在德国汉诺威举办的第 43 届 “国际速记大赛”上的马特什科娃 ( 目
前吉尼斯纪录的保持者) 还要快。如果没有吉尼斯纪录这样的竞技比赛制度，我的打字快
除了会让我自己感受到一些乐趣外，我可能不会得到任何与之相关的其它东西。正是规则的
存在使得业绩成为应得的一种可能基础。
第三，当在“竞争性”的环境下确定谁的应得时，规则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例如，在

一场足球运动赛中，人们往往会认为踢得很好但运气总是很差的球队应得胜利。但是，当两只
球队都踢得很好，都充分展示了足球这一体育运动本身所要求的内在“好” ( 优秀) 时，谁应
得“胜利”呢? “胜利”属于竞争性应得，只有进球数多 ( 规则) 的球队应得胜利。
规则在应得中扮演的重要作用由此导致了人们对应得的误解。第一个误解是规则的目的

引导甚至是规范了人们的行为。个人行动的目的只有在类似于正义原则这些规则的规范
“目的”下才有意义。质言之，作为规则的正当要优先于作为个人目的的善。对于人们来
说，是不是离开了正义原则，人们所有的行动都属于无意义的行为? 这是值得追问的问题。
第二个误解是第一个误解的延续，即应得所体现的道德价值只有在规则之下才有意义。

罗尔斯批评道德应得作为道德价值的主张理由源于此。在他看来，道德价值只有在正义原则
确立之后才能被定义。道德价值的概念并不提供一个用于分配正义的第一原则。相反，道德
价值的概念只有在正义原则得到承认之后才能被采用 ( 罗尔斯，2009: 245) 。没有规则的
在先性，人们所有的行为都属于无价值的行为? 显然，这很难成立。
第三个误解是规则或制度决定了应得不能作为独立的正义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规

则和制度的存在，人们的确提不出某种利益的要求。就像人们所说，“适合于为制度框架进
行辩护的是我们的基本原则，当制度是得体的时候，应得的标准就得到确定，而当人们得到

根据这些标准该得的东西时，正义就实现了”。 ( 米勒，2001: 152) 但是，规则或制度能够
决定人们的行动应得之“外在善” ( 利益) ，但不能决定人们的行动应得之“内在善”。
当我们反思决定规则的应得之“规则”时，规则所谓的那种“决定性”就会暴露无遗。

首先，规则的应得具有相对性。规则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一个约定性的东西。当应得依赖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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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而规则发生变化时，应得也就发生相应的变化。规则是可以依据某些情况的变化而被
修正、被调整、甚至是被废除。
其次，规则的约定性决定了规则的应得需要更加充足的道德理由规则为本身辩护。行动

的应得以主体行为为根据，它本身就具有道德理由。当人们说行动的应得时，这种表达判断
既是关于主体行为的一种经验事实描述，同时，也是关于主体行为的价值陈述。规则的应得
与之不同。一旦人们认为个人的获得在规则的约束之下呈现出与应得不一致的情况时，人们
就会质疑规则本身的合理性。规则的应得需要先在的道德判断为其立言。
最后，规则的应得决定了人们应得什么，但不能决定人们为什么应得。为什么应得和应

得什么，在应得的判断中分属于不同的地位。为什么应得是解决应得的根据问题，处于基础
性的地位; 而应得什么则是在根据基础上设置的标准，因而属于从属地位。前者属于应得有
关的“质”的判断，后者属于应得有关的 “量”的判断。两个判断的地位不一样。规则的
应得以行动的应得为基础。
由此观之，规则的应得虽然常常与行动的应得交织在一起，但规则的应得强调的恰恰不

是行动而是规则。因此，规则的应得实际上没有基础。米勒指出，“规则应得缺少所确定的
以业绩为基础的判断根据”。 ( 米勒，2001: 150) 规则的应得真正表达的意义是: 主体 S 基
于规则 F而有资格得到 Y。规则的应得本质上是资格，所以，它属于假冒的应得判断。
以正义是否具有基础为标准来审视各种应得，只有行动的应得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应得，

也只有行动的应得才能够构成对平等主义正义观的有力批判。但是，行动的应得必然要回溯
到自由意志和决定论这一难解的道德哲学难题。然而，正义问题总要假定一些毋庸置疑的前
提: 人是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物。 ( 罗尔斯，2009: 198) 只要这一前提不受质疑，行动
的应得就会成立。自然的应得虽无基础，但在道德语言中的作用不可或缺，它要直接表达人
们的道德态度和道德评价。规则的应得本质上属于资格。人们在日常语言中使用的各种应得
概念都能在这三种基本类型中找到自己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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